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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基本特征与新证据∗

意西微萨·阿错

提要　 本文梳理和补充“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既有的研究， 同时提出若干全新的

证据， 最终系统勾勒反映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历史关系的“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
基本特征。 具体可以总结为如下 １３ 个方面的特点： １）领属格的∗ ⁃ｉ（∗ ⁃ｋｉ）； ２）
与位格的∗Ｔｕ 和∗ ⁃ａ； ３）从格的∗Ｔｕ＋ｓ， ∗ａ＋ｓ； ４）主格的零形式∗ ⁃Ø； ５）复数

标记的舌尖音∗Ｐｌｕｒ． ［＋ａｎｔ］（∗ｓ、 ∗ ｒ、 ∗ｎ、 ∗ｄ）； ６）情态范畴的∗ａ ／ ｏ（客观）
与∗ ｉ（主观）的对立； ７）表判断的终结词的∗ ｏ； ８）动词原形（动名词）以唇音结

尾∗Ｖ＝［＋ｌｉｂ］ ／ ＿＃； ９）体词后高的韵律系统∗Ｎ＝ ［＋Ｈ］ ／ ＿＃； １０）名词的性范畴

（藏缅语的阴性∗ ⁃Ｍ 和阳性∗ ⁃Ｐ， 对应阿尔泰语的阴性∗ ⁃Ｎ 和阳性∗ ⁃Ｒ）； １１）
动词完成体标记的∗Ｐ； １２）动词过去时标记的∗ ⁃Ｔ； １３）动词命令式的∗ ｏ 与祈

愿式的∗ ⁃ａ， ∗ ⁃ｉ。 本研究使“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基本特征覆盖了从体词的

性、 数、 格到动词的时、 体、 式、 情态和构词形态等， 以揭示藏缅语和阿尔泰语

在形态标记方面， 从功能到语音上的系统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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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阿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论证藏语与汉语的历史关系并非传统谱系论意义

上的历史发生关系， 两者与周边语言相互联系表现为一种“异向关系”， 汉语可

能是史前原始羌语与原始百越语等混合的产物。 因此， 藏语与汉语只有“一半

儿”的关系， 那就是基本词汇上的历史同源关系（藏语与汉语在词汇的历史同

源方面迄今为止最为有力的论证当属施向东（２０００））。 与此同时， 藏语历史的

另一半， 在语法形态上却与北方的阿尔泰语有着系统的对应关系， 即所谓的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 （Ｔｉｂｅｔｏ⁃Ａｌｔａ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ｄｒｉｆｔ）。 这些观点得到了国内

重要学者的呼应。 王均（２００３）认为藏、 汉、 阿尔泰语言之间“异向关系”的研

究“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 胡明扬（２００６）认为相关研究是“混合语理论的重大

突破”， 洪波（２００９）也有肯定的评论。
本文继续讨论相关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 由于藏语拥有反映藏缅

语最古老面貌的历史文献，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 实际上代表的是藏缅－阿尔泰

系语法流。 可以说， 通过过去和本文的研究，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相关证据，
已经覆盖到了体词的性、 数、 格， 谓词的时、 体、 情态、 构词方式（词尾）等形

态系统诸方面。 因此即使不认同其间具有历史关系的结论， 也无法回避形态系

统中这些系统、 严整的对应关系的事实。 本文改变此前研究中单纯用古代藏语

材料代表藏缅语的方式， 采用了更多其他藏缅语的材料。
由于所论与学界流行观点相去太远， 不能不先行略微交代相关立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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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词汇团与语法流

从语言深度接触的视角， 阿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论证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系

统来自不同的祖语形成混合语言的情形并非特例， 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语言，
也完全可能是词汇、 语法系统异源融合的产物。

相应地， 在语言的历史传承关系中， 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可以分别被独立

而稳定地传承， 也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分别推求和构拟其不同的来

源。 可以把共同的原始词汇系统在多种语言之间的继承和分布抽象为一个概

念， 称之为“词汇团”（ｌｅｘ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而拥有共同历史来源性质的语法形态系

统在多种语言之间的继承和分布， 把它抽象出来， 称之为“语法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
ｃａｌ ｄｒｉｆｔ）。

１．２ 东亚词汇团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

阿错（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承认早期藏语与上古汉语在基本词汇（及其语音对应关

系）和语音结构方面有紧密的联系（包括早期音节结构的一致与历史音类的平

行变化）， 同时论证藏语在语法形态上与阿尔泰语言有着功能－语音上系统的

对应。 为此， 我们同意陈其光（１９９６）、 胡明扬（２００６）和洪波（２００９）等关于早

期汉语可能是混合语的观点， 具体而言， 我们认为汉语很可能是古羌语（原始

藏缅语）和古百越语（原始侗台语等）异源融合的产物， 原始汉语在核心语法形

态系统的历史来源上与藏缅语无关而与百越诸语共享着相应的“语法流”， 可

以称为“汉台系语法流”。
而与藏语乃至藏缅语相关的是， “广泛分布在东亚许多语言之间， 包括汉

语、 藏语等有悠久文献记录语言的共同而古老的词汇传承， 我们把它叫做东亚

词汇团”（阿错 ２００３：２２０）； “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域里， 包括阿尔泰语和

藏缅语各语言， 绵延分布着无数拥有共同的语法结构类型的语言， 这一共同的

语法流脉， 我们称之为阿尔泰系语法流” （阿错 ２００３：２２４－２２５）。 当然， 不仅

是语法结构类型相近， 更有形态语音上的系统对应。 阿错（２０１３）将“阿尔泰系

语法流”， 更具体地称为“藏－阿尔泰系语法流”。 如今， 如果考虑到 ｖａｎ Ｄｒｉｅｍ
（２０１１）改称“汉藏语系”为“跨喜马拉雅语系”（Ｔｒａｎ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ｐｈｙｌｕｍ）的提议

受到学界的重视， 也可以称为“喜马拉雅－阿尔泰系语法流”。 当然， 我们愿意

继续使用汉藏语（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或跨喜马拉雅语这个概念， 用以指称

“东亚词汇团”所属语言， 因为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事实上反映的是这些语言

之间词汇上的历史对应关系。

１．３ 关于阿尔泰系语言的争议

国际学界对阿尔泰语系这个假设向来相当有争议。 但这个争议不影响本文

的讨论。 一个基本事实是，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不仅在语法结构类型上有着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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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一致性， 而且在语法形态系统上有着相当高的功能－语音对应关系， 而备

受怀疑的恰恰是在词汇领域， 包括数词在内的基本词汇语音对应关系少、 对应

关系不严或被怀疑是借用等等。 因此这种争议不仅不影响我们利用假说中的阿

尔泰系语言来讨论“语法流”， 反而恰好是对我们的讨论有利的两个因素：
第一， 词汇和语法在历史来源上的这种“异向”表现正是本研究的基本立

论基础； 阿尔泰系语言内部同源关系的讨论上， 也正反映出语法形态上语音对

应关系明显而基本词汇中的语音对应不足的“异向”关系。 第二， 我们讨论的

正是藏缅语与阿尔泰语在语法形态系统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并不关心词汇之

间的历史关系， 也不认为两个语言集团之间拥有全面的历史同源关系。
２． 关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既有证据

以阿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为代表， 在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方面， 不但总

结了句法结构类型方面的共同特点， 而且梳理了语法功能标记方面系统的语音

对应关系， 本节将对这些既有的证据做简要回顾。 对已经发表的内容尽量从

简， 同时对一些表述和部分构拟做了新的调整， 并补充一些重要的文献和语言

材料， 尤其是藏语之外的藏缅语材料。

２．１ 体词的格标记与复数标记

Ｇｏｎｇ（１９８９）较早注意到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之间格标记的相似性； 贾拉森、
正月（１９９９）也研究了藏语与蒙古语格标记的相似性。 这些学者都是这方面研

究的重要先驱， 当然他们并未确认这些相似性具有语言历史谱系的研究价值。
而且， 鉴于历史文献更加古老的汉语并没有格系统的表现， 且在坚持汉藏同源

的视角下， Ｇｏｎｇ（１９８９）倾向于认为藏缅语与阿尔泰语在格标记上的相似性是

由于藏缅语的创新与向阿尔泰语的借用。 这些与我们认为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在

形态系统上有着共同历史来源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
在前人这些研究基础上， 阿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进一步梳理了藏语和阿尔泰语

在若干形态标记上齐整的“语音对应”关系。 阿错（２０１３）明确认为这些现象反

映了格形态上的早期共同来源， 包括： １）领属格： ∗⁃ｉ（∗⁃ｋｉ）①； ２）与位格：
∗Ｔｕ 或∗⁃ａ； ３）界限格（从格）： ∗⁃ｓ； ４）主格的零形式： ∗⁃Ø； ５）复数标记的

舌尖辅音成分： ∗ｓ、 ∗ｒ、 ∗ｎ、 ∗ｄ。
这些语法标记全面涵盖除“作格”之外的古代藏语格标记体系。 从历史的

视角看， 古代藏语的作格标记是“属格＋ｓ”的一种复合结构， 显然是后起而非原

生的， 拥有作格的其他藏缅语亦当如是观（ＬａＰｏｌｌａ １９９５）。 因此藏缅语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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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我们认为藏－阿尔泰系语言的这些形态标记有着共同历史来源， 因此我们根据通行的历史
语言学范式， 用星号∗来表示其早期共同形式。 构拟用字母大写表音类（如 Ｐ 表 ｂ、 ｐ 等双唇塞音）， 小
写表实际音值。 短横在前表后置成分， 短横在后表前置成分， 无短横表位置不定。



语言拥有后起的作－通格系统， 并不妨碍藏缅语与作为主－宾格语言的阿尔泰

语在语法形态上的历史比较。
下面分别介绍领属格、 与位格、 从格和复数标记， 相关表述和构拟本文有

所调整。 主格的零形式， 在阿尔泰语和大多数藏缅语中都有表现， 不再赘论。
２．１．１ 领属格： ∗⁃ｉ （∗⁃ｋｉ）

藏缅与阿尔泰诸语， 一般不区分属格和领格， 我们一并称为领属格（ｇｅｎｉ⁃
ｔｉｖｅ ／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１） 古代藏语： ⁃ｇｉ、 ⁃ｋｙｉ、 ⁃ｇｙｉ、 ⁃ｖｉ、 ⁃ｙｉ

（２） 古代缅语： ⁃ｉ （缅语口语变为⁃ｊɛ）

（３） 西夏语： ⁃ʔｉｊ （Ｇｏｎｇ １９８９）

其他藏缅语例如： 嘉绒 ｊｉ， 羌语 ｉ， 彝语 ｓｉ， 尔苏 ｉ， 怒苏 ｉ， 独龙 ｍｉ， 阿侬

ｉ， 阿昌 ｍｉ②。
这里所谓的古代藏语和古代缅语材料， 是指书面语反映的古藏语、 古缅甸

语， 本文笼统地用“古代”指称有代表性的历史语料， 不表特定历史时期。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 古代藏语、 古代缅语以及大量现代藏缅语， 领属格

都有着 ｉ 元音的表现。 实际上原始藏缅语的领属格， 汉藏语学家 Ｓｉｍｏｎ（１９４２）
构拟为∗⁃'ｊｉ； Ｇｏｎｇ（１９８９）构拟为∗⁃ʔｉ； Ｔｈｕｒｇｏｏｄ（１９８１）、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１９９７）等构

拟为∗⁃ｋｉ。 也就是说， 都拥有 ｉ 元音。
（４） 原始蒙古语： ∗ｙ⁃ｉ⁃ｎ； ∗Ｕ⁃ｎ； ∗ ⁃Ｕ；

原始蒙古语的领宾格： ∗ ⁃ｉ、 ∗ ⁃ｙｉ （Ｊａｎｈｕｎｅｎ ２００３：１４）

（５） 古代突厥语： ⁃ｉŋ ／ ïŋ； ⁃ｎｉŋ ／ ⁃ｎïŋ （Ｔｅｋｉｎ １９６８：１２６）

（６） 女真语： ⁃ｉ、 ⁃ｎｉ （Ｍｅｎｇｅｓ １９６８：２５２； 金光平、 金启孮 １９８０：２０４）

这里的古代突厥语， 采用的是古代鄂尔浑突厥语（Ｏｒｋｈｏｎ Ｔｕｒｋｉｃ）的材料，
是文献所见早期突厥语； 女真语也是文献所见较早的满－通古斯语言。 蒙古语

直接采用的是原始蒙古语的构拟。 这些语言的领属格， 都普遍有 ｉ 元音。
原始蒙古语的领属格与宾格关系密切， 中世纪蒙古语的这两种格也拥有共

同标记（领宾格）， 都有 ｉ 元音； 古代突厥语的宾格也偶尔使用与领属格相关的

ｎｉ ／ ｎï（Ｔｅｋｉｎ １９６８：１２７）。 与此类似， 部分藏缅语（如西夏语）也有领属格和宾格

同形现象， 并都拥有 ｉ 元音（Ｇｏｎｇ １９８９）。
现代绝大多数阿尔泰系诸语， 领属格至今大多也都有 ｉ 元音的表现， 蒙古

语族的东部裕固语、 东乡语、 保安语、 土族语、 莫戈勒语； 突厥语族的维吾尔

语、 哈萨克语、 柯尔克孜语、 图瓦语、 塔塔尔语、 乌兹别克语、 撒拉语、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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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现代藏缅语格标记材料据各民族语简志（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民族出版
社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下同）， 并参考张军（１９９２）加以整理； 语法标记、 声调从略。



裕固语； 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 鄂伦春语、 鄂温克语、 赫哲语、 锡伯语等，
都有 ｉ 元音的表现， 具体见各语言简志、 朝克 Ｄｕｌａｒ（１９９７）、 吴宏伟（１９９８）。
阿错（２００６）对现代阿尔泰诸语言领属格也有系统的整理， 这里不再重复举例。

可见， 古今阿尔泰语系语言的领属格标记普遍具有 ｉ 元音。 更重要的是，
韩国阿尔泰语学家李基文（１９８３）， 将原始阿尔泰语的属格构拟为∗ ｉ； 而科特

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２００４［１９５３］）， 将阿尔泰语表“归属”共同后缀也拟为⁃ｋｉ ／ ⁃ｇｉ。
最终， 我们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领属格构拟为： ∗⁃ｉ（或∗⁃ｋｉ）。
最后要说的是， 古代藏语的作格又与工具格同形， 都是领属格基础上的复

合形式， 核心元音为 ｉ； 事实上阿尔泰语的工具格和领属格也有密切关系（力提

甫·托乎提（２００４：４０４， ４０６）都构拟为∗ｎ， 当然我们认为是∗⁃ｉ）， 可以说藏缅

语和阿尔泰语的工具格也有共同形式， 古藏语的作格则应是从工具格发展而来。
２．１．２ 与位格： ∗Ｔｕ， ∗⁃ａ

与格（ｄａｔｉｖｅ）和位格（ｌｏｃａｔｉｖｅ）的格标记在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中往往有分有

合， 这里合称与位格。 藏语与蒙古语在这方面的一致性最为醒目， 与其他各大

语族也有着高度的对应。 先从书面藏语和书面蒙古语来看， 有这样的表现：
（７） 古代藏语： ⁃ｄｕ， ⁃ｔｕ， ⁃ｒｕ， ⁃ｓｕ； ⁃ｒ； ⁃ｌａ， ⁃ｎａ

（８） 古代蒙古语： ⁃ｄｕ ／ ⁃ｄü， ⁃ｔｕ ／ ⁃ｔü， ｄｕｒ ／ ｄüｒ， ｔｕｒ ／ ｔüｒ； ⁃ａ ／ ⁃ｅ（贾拉森、 正月 １９９９：５５）

这里的古代蒙古语， 指书面蒙古语代表的古代蒙古语 （贾拉森、 正月

（１９９９）称之为“古典蒙古语”）。 从藏语和蒙古语与位格的上述表现中可以看

到， 与位格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 Ｔｕ 系（ ｄ 或 ｔ， 下同）， 一个是 ａ 系。 Ｇｏｎｇ
（１９８９）将原始藏缅语的与格和位格， 分别构拟为∗⁃ｄｕ 和∗⁃ａ。 Ｐｏｐｐｅ（１９５５：
１９８－２００）将原始阿尔泰语的与位格构拟为∗⁃ｄａ ／ ∗ｄｕ 和∗⁃ａ ／ ⁃ｅ， 与藏缅语对应

非常整齐。
具体到历史上或现代的藏缅诸语和阿尔泰诸语， 或者 Ｔｕ 系和 ａ 系两类都

有， 或者只使用其中之一， 或者合并为 Ｔａ 系。 藏语之外的文献反映较早的藏

缅语， 如古代碑文中的缅甸语和西夏文记载的西夏语中的与位格：
（９） 古缅甸语： â （西田龍雄 Ｎｉｓｈｉｄａ １９５５）

（１０） 西夏语： Ɣａɦ （西田龍雄 Ｎｉｓｈｉｄａ １９６４）

现代藏缅语如： 缅甸 ｍ。 ａ， 载瓦 ｍａ、 ｌａ， 基诺 ɑ， 哈尼 ａ， 彝 ｔａ， 错那门巴

ｋａ， 仓洛门巴 ｋａ， 独龙 ｄɔ， 拉祜 ｌʉ， 怒苏 ｄｏ， 白 ｎｏ 等。
古代阿尔泰语的情况如：
（１１） 原始蒙古语： ∗ ⁃ｄＵ ／ ｒ， ∗ ⁃ｔＵ ／ ｒ （Ｊａｎｈｕｎｅｎ ２００３：１４）

（１２） 古代突厥语： ⁃ｑａ ／ ｋä； ⁃ａ ／ ⁃ä （Ｔｅｋｉｎ １９６８：１３０）

（１３） 女真语： ⁃ｄｏ、 ⁃ｄｕ， ⁃ｌａ ／ ⁃ｌｅ （Ｍｅｎｇｅｓ １９６８：２５２）

现代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 绝大多数都继承 Ｔｕ 系和 ａ 系标

７９８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记； 现代突厥语族诸语言则多表现为 Ｔａ 系与位格标记。 阿错（２００６）利用诸语

言简志等材料有较为细致的列举， 这里不再重复。
综上， 我们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与位格， 构拟为： ∗Ｔｕ， ∗⁃ａ。

２．１．３ 从格： ∗Ｔｕ＋ｓ， ∗ａ＋ｓ
从格（ａｂｌａｔｉｖｅ）在古藏语和阿尔泰诸语言中大多表现为一种基于与位格标

记的复合结构。
（１４） 古代藏语： ｎａｓ， ｌａｓ （复合结构： ｎａ＋ｓ； ｌａ＋ｓ）

（１５） 古代蒙古语： ⁃ａ＋ｃ�ａ ／ ⁃ｅ＋ｃ�ｅ， 口语读为⁃ａːｓ ／ ⁃əːｓ， ɔːｓ ／ ｏːｓ （贾拉森、 正月 １９９９：５６）

书面语反映的古代藏语和古代蒙古语的从格都是一种复合结构， 是与位格

的 ａ 系标记加擦音的形式； 并且从古代藏语和蒙古语口语看， 其中都有⁃ｓ。
其他藏缅语和阿尔泰诸语中， 虽然看不到⁃ｓ， 但仍能看出与 ａ 系、 Ｔｕ 系或

Ｔａ 系与位格的关系。
（１６） 古代缅语： ｈｍａ， ｋａ

（１７） 古代突厥语： ⁃ｄａ ／ ｔä； ⁃ｔａ ／ ⁃ｔä； ⁃ｄｉｎ ／ ⁃ｄïｎ， ⁃ｄａｎ ／ ⁃ｄäｎ 等 （Ｔｅｋｉｎ １９６８：１３３）

（１８） 女真语： ⁃ｄｏｈｉ ／ ⁃ｄｕｈｉ （爱新觉罗 ２００６）； ⁃ｔｉ （金光平、 金启孮 １９８０：２０４）

古代突厥语从格的 Ｔａ＋ｎ 形式， 女真语的 Ｔｕ＋ｈｉ 的形式， 也看得出是与位

格为基础的复合结构。 女真语的复合从格中⁃ｈ⁃也许与蒙古语族的⁃ｓ 有关系。
可见现代突厥诸语和满－通古斯诸语的从格也多跟与位格关系密切。

现代蒙古语族诸语， 如达斡尔、 莫格勒仍然保持⁃ａ＋ｓ 或⁃ʌ＋ｓ⁃类复合标记；
而东部裕固、 东乡、 保安等则直接表现为 ｓａ、 ｓə 类的标记， 都有⁃ｓ 的表现。

综上， 尽管从格标记中的⁃ｓ， 在藏语和蒙古语族之外的语言中不易追溯，
但因为藏蒙这两种传统上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有着如此严整的对应， 我们

认为这是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共同特征。 而且， 我们相信， 从格和与位格相

关也是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共同特征。 最终本文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从

格形式构拟为： ∗Ｔｕ＋ｓ， ∗ａ＋ｓ。
２．１．４ 复数标记的舌尖音∗Ｐｌｕｒ． ［＋ａｎｔ］（∗ｓ、 ∗ｒ、 ∗ｎ、 ∗ｄ）

藏语和阿尔泰诸语的复数标记相当复杂， 不过都离不开舌尖辅音， 例如：
（１９） 古代藏语： ⁃ｔｓｈｏ， ｒｎａｍｓ， ｄａｇ

（２０） 古代缅语： ｔｏｕ， ｍｙａ

（２１） 原始蒙古语： ∗ ．ｓ， ∗ ．ｄ （Ｊａｎｈｕｎｅｎ ２００３：１２）

（２２） 古代突厥语： ⁃ｌɑｒ ／ ⁃ｌɛｒ （邓浩 １９９５）

（２３） 女真语： ⁃ʃï， ｓə， ə， ｔａ （金光平、 金启孮 １９８０：１９６）

可见复数标记普遍都拥有舌尖辅音的表现（缅甸语的 ｍｙａ 没有舌尖辅音，
但它是相应实词语法化后的产物）。 兰司铁认为满－通古斯语言的复数标记是

⁃ｌ、 ⁃ｉｌ 和⁃ｒ， 并认为来自更早的形式⁃ｄ（兰司铁 Ｒａｍｓｔｅｄｔ ２００４［１９５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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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阿尔泰语言表复数的成分中， 也大量拥有舌尖辅音。 如蒙古诸语中的

ｄ、 ｎ、 ｒ、 ｓ 等辅音， 满－通古斯诸语大量使用 ｓ 起首的成分， 以及其他含有 ｔ、
ｎ、 ｌ、 ｒ 辅音的复数标记， 详见阿错（２００６）， 不再赘举。

因此， 我们假设，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复数标记的共同特征是拥有舌尖辅

音， 用∗Ｐｌｕｒ． ［＋ａｎｔ］来表示（＋ａｎｔ 即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用来表示舌尖 ／龈后辅音）。

２．２ 动词的形态

迄今为止， 我们的研究在动词形态方面主要有主客观情态、 判断标记（阿
错 ２００３）， 以及动词原形的构词词尾（阿错 ２０１３）。 阿错（２０１３：４２２－４２３）的序

号和表述分别为： ６）终结词的∗ｏ； ７）判断动词的主客观情态范畴； ８）动词原

形（或动词的名词形式）以唇音结尾∗Ｖ［＋ｌｉｂ］。
下面略加回顾， 必要之处表述有所调整， 并补充了更多藏缅语的材料。 由

于表判断的“终结词”又与主客观情态相联系， 这里合并在一起讨论。
２．２．１ 情态范畴的∗ａ ／ ｏ（客观）与∗ ｉ（主观）的对立

阿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把中世纪蒙古语和现代土族、 保安、 东部裕固等语言中

的“主客观语气” （清格尔泰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与书面藏语中的相应情态联系了起

来。 不过由于没有看到明显的语音对应现象， 只能看作是一种类型学上的相似。
本文进一步提出， 古代藏语表判断的语法成分， 有主观与客观情态的对

立， 表现为主观判断的⁃ｙｉｎ， 与客观判断的⁃ｏ（传统语法所谓的终结词）或⁃ｌａｇｓ
（敬语）的对立。 在蒙古诸语中也表现为高元音⁃ｉ 与非高元音⁃ａ 的对立。

（２４） 古代藏语：

主观情态（同时表判断）： ⁃ｉ

客观情态（同时表判断）： ａ ／ ｏ

再看中世纪蒙古语和现代土族语（土族语等语言的语气与藏语情态相当，
这里统一用“情态”）。

（２５） 中世蒙古语：

主观情态（表存在 ／ 判断）： ⁃ｂü

客观情态（表存在 ／ 判断）： ⁃ɑ

（２６） 土族语：

主观情态（表存在 ／ 判断）： ⁃ｉː

客观情态（表存在 ／ 判断）： ⁃ɑ

小沢重男 Ｏｚａｗａ（２００４［１９７９］：３４３）发现了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的两种形

式及其语义差别； 这与后来清格尔泰（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等报道的土族语、 保安语和

东部裕固语等的“主观客观”情态类似， 应该有着共同历史来源。 从客观情态

标记看， 书面语反映的中世纪蒙古语与现代土族语有所差别， 土族语应该代表

更古老的形式。 研究者认为阿尔泰语的存在 ／判断动词可以构拟为∗ ｂｉ⁃和∗ 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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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力提甫 ２００１）， 其元音主要是 ｉ 与 ａ 的对立。
因此， 我们也可以将古代藏语与阿尔泰语在情态范畴（兼表判断）上的对

立看作是∗ａ ／ ｏ（客观）与∗ ｉ（主观）的对立， 或者说是元音非高（客观）与高（主
观）的对立。 这个主客观情态的对立， 在后来的藏语方言中， 成为通过“判断动

词”和“存在动词”语法化为自我中心范畴（ｅｇｏｐｈｏｒｉｃｉｔｙ）的重要源头。
２．２．２ 动词原形（动名词）以唇音结尾∗Ｖ＝［＋ｌｉｂ］ ／ ＿＃

动名词的词尾， 亦即动词的构词形态方面， 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对应， 阿

错（２０１３）初步提出来了， 但没有展开讨论。 所以这部分的讨论也可以看作是

本文论证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
古藏语动词原形为动名词形式， 并且一律以唇音⁃ｐａ ／ ⁃ｂａ 结尾（⁃ｐ ／ ⁃ｂ 的不

同变体取决于词根韵尾清浊）。 同样， 阿尔泰诸语言的动名词也多以唇音结尾。
（２７） 突厥语： ⁃ｍａ， ⁃ｍａｑ， ⁃ｍａｄïｎ， ⁃ｍａｑｓïｚ（ ïｎ）， Ɣｍａ

蒙古语： ⁃ｍａ， ⁃ｍａƔ， ⁃ｍａƔｃ�， ⁃ｍａｃ�ｉ， ⁃ｍａｒ， ｍａł， ⁃ｍｓａｒ

满语： ⁃ｍｅ

通古斯语： ⁃ｍī（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１９５３］：５１）

科特维奇（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１９５３］：５１）也把阿尔泰语“动词的名词形式”的“同
根后缀”总结为⁃ｍａ。 有意思的是， 现代人编辑的词典中， 藏语和阿尔泰诸语的

动词多以唇音词缀的动名词形式收入， 俨然是动词“原形”：
（２８） 藏语： ⁃ｐａ ／ ⁃ｂａ

（２９） 蒙古语： ⁃ｕ

（３０） 土耳其语、 维吾尔语： ⁃ｍａｋ ／ ⁃ｍｅｋ（ ⁃ｍａｑ ／ ⁃ｍｅｋ）

（３１） 满语： ⁃ｍｂｉ

可以看到， 词根之后接缀的词缀都拥有唇音特征的圆唇元音或唇辅音， 很

难相信这是一种巧合。
中世纪蒙古语中， 动词词尾还有与主语性别一致的“男性 ／女性”差别， 相

关词尾有很多变体（小沢重男 Ｏｚａｗａ １９６１）， 可以归结为⁃ｕ 系阳性词缀和⁃ｉ系阴

性词缀； 后来， 随着蒙古语性范畴的崩溃， 动词词尾只剩下圆唇的⁃ｕ。
同样， 尽管现代藏语方言和藏缅语动词词尾的⁃ｐａ 开始大量消失， 但书面

藏语， 以及巴兴语（Ｂａｈｉｎｇ）、 梅特黑语（Ｍｅｉｔｈｅｉ）、 加罗－博多语（Ｇａｒｏ⁃Ｂｏｄｏ）和
缅－彝语（Ｂｕｒｍｅｓｅ⁃Ｌｏｌｏ）等语言中仍可见到， 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藏缅语

早期动名词的词尾， 且与原始藏缅语的“阳性”标记⁃ｐａ 相关（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１９７２：
９６）。 联系到后文第 ３ 节关于性范畴的讨论， 我们认为， 原始藏缅语动词原本

有阳性和阴性词尾， 但与蒙古语类似， 随着性范畴的崩溃只剩下了阳性的⁃ｐａ。
这里的唇音特征， 对于辅音来说， 是双唇辅音［＋ｌｉｂ］； 对于元音来说， 指

圆唇元音［＋ｒｏｕｎｄ］， 这里一并用［ ＋ｌｉｂ］来表示双唇与圆唇的特征， Ｖ 表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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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可以把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动词词尾（或阳性词尾）构拟为： ∗Ｖ＝［＋ｌｉｂ］ ／ ＿＃。

２．３ 体词后高的韵律系统， 可以表示为∗Ｎ＝［＋Ｈ］ ／ ＿＃
原始藏语与阿尔泰语共同的体词末尾居高的韵律系统， 是阿错（２０１３）明

确提出来的， 阿错（２０１７）作了进一步详尽分析。
Ｐｏｐｐ（１９６５：１８０）指出突厥、 蒙古和满⁃通古斯语的乐调（ｍｕｓ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在词

尾或第二音节。 从现代藏语方言到原始藏语， 名词、 形容词也有一个后高的重

音（Ｃａｐｌｏｗ ２００９）。 综合学界及我们的研究（阿错 ２０１７）， 我们认为体词“后
高”的韵律系统， 是藏－阿尔泰语法流的重要特征， 并记为∗Ｎ＝［＋Ｈ］ ／ ＿＃。

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 “异源结构” 语言内在机制的研究， 阿错 （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揭示， 在语言系统的急剧变化中， 形态句法系统亦即语法系统， 与语音

要素往往相互联系， 就像词汇系统与语音结构的关系一样。 可见， 语法流同时

包括着形态系统和语音要素（包括韵律）系统。 这也正是萨丕尔（１９８５［１９２１］）
所谓语言神秘“沿流”（ｄｒｉｆｔ）的一部分。

上面是关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既有证据。 下面， 进一步讨论藏缅语与

阿尔泰语在名词的性范畴以及动词的时体和式范畴等方面新的重要证据。
３．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之一： 名词的性范畴

语法上的性范畴， 首先是名词的一种语法分类， 这种分类不但可能包括生

物自然性别， 更重要的是将各种非生物名词也纳入性别分类之中； 其次， 动

词、 形容词等其他成分与名词搭配的时候， 往往有着相应的性范畴的一致要

求。 从古代的书面记录到现代方言， 藏缅诸语没有语法一致性表现的性范畴，
是学界共识。 不过， 通过与阿尔泰语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藏缅语曾经有

过性范畴痕迹的重要证据。

３．１ 藏语中的大量⁃Ｐ ／ ⁃Ｍ 类词缀与早期性范畴假设

藏语中， 表示自然生物性别的词缀以及表示事物或行为所有者或责任者的

“主人词” （如 ｄｂａｖ⁃ｂｏ， ｄｂａｖ⁃ｍｏ‘男女英雄’等）， 是以唇塞音

表雄性（以下称为“阳性”）， 包括⁃ｐａ、 ⁃ｐｏ、 ⁃ｂａ、 ⁃ｂｏ、 ⁃ｐｈａ、 ⁃ｐｈｏ， 这里用⁃Ｐ表
示； 以唇鼻音表雌性（以下称为“阴性”）， 包括⁃ｍａ、 ⁃ｍｏ， 这里用⁃Ｍ 表示。

Ｆｒａｎｃｋｅ 和 Ｓｉｍｏｎ（１９２９：１１１）很早就注意到藏语中与生物性别无关的词也

带性别词缀， 并设想其功能是标记所有名词的“性”（ｓｅｘ）。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１９７２：９６）
更构拟出原始藏缅语的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标记∗⁃ｍａ 和∗⁃ｐａ。 我们可以看到， 从古

代藏语到现代藏语口语中， 大量无生命的名词同样分别拥有⁃Ｐ 和⁃Ｍ 这两类不

同的词缀。 如 （ ｎｙｉ⁃ｍａ） 表太阳， （ ｚｌａ⁃ｂａ） 表月亮， 前者用⁃Ｍ 类词缀

（⁃ｍａ）， 而后者用的是⁃Ｐ 类词缀 （ ⁃ｂａ）。 除了太阳月亮等自然天象核心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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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还有大量常用的人体器官、 动植物名和人造物等名词拥有这两类词缀。
人体器官及相关名词带⁃Ｐ 类词缀的如：
（３２） ｌａｇ⁃ｐａ 手 ｒｋａｎｇ⁃ｐａ 脚

ｖｄｚｏｇ⁃ｐａ 拳头 ｖｄｏｍ⁃ｐａ 庹、 展臂

ｍｇｏ⁃ｂｏ 头 ｒｎａ⁃ｂａ 耳

ｖｇｒａｍ⁃ｐａ 脸颊 ｍｋｈｕｒ⁃ｂａ 颧、 颊

ｍｊｉｎｇ⁃ｐａ 脖颈 ｄｐｒａｌ⁃ｐａ 额颅、 天庭

ｐｈｒａｇ⁃ｐａ 肩 ｓｏｇ⁃ｐａ 肩胛、 肩胛骨

ｓｇａｌ⁃ｐａ 脊背 ｓｋｅｄ⁃ｐａ 腰

ｇｓｕｓ⁃ｐａ 肚、 腹 ｌｔｏ⁃ｂａ 肚、 腹（亦指食物）

ｌｔｅ⁃ｂａ 肚脐 ｓｍｅ⁃ｂａ 痣

ｂｙｉｎ⁃ｐａ 胫， 小腿 ｓｇｙｉｄ⁃ｐａ 膝后曲节处

ｋｈｏｇ⁃ｐａ 体腔， 腹腔 ｇｚｕｇｓ⁃ｐｏ 躯体

ｋｌａｄ⁃ｐａ 大脑 ｍｇｒｉｎ⁃ｐａ 咽喉， 食道

ｍｋｈｒｅｓ⁃ｐａ 胆 ｍｃｈｉｎ⁃ｐａ 肝

ｍｔｓｈｅｒ⁃ｐａ 脾 ｇｌｏ⁃ｂａ 肺

ｐｈｏ⁃ｂａ 胃 ｌｇａｎｇ⁃ｐａ 膀胱

ｒｇｊｕｓ⁃ｐａ 筋 ｒｕｓ⁃ｐａ 骨

ｔｈｏｄ⁃ｐａ 头盖骨 ｌｕｄ⁃ｐａ 痰

ｓｋｙａｇ⁃ｐａ 粪便 ｇｃｉｎ⁃ｐａ 小便

人体器官及相关名词带⁃Ｍ 类词缀的如：
（３３） ｓｏｒ⁃ｍｏ 手指足趾 ｍｄｚｕｂ⁃ｍｏ 食指、 手指足趾

ｍｔｈｅｂ⁃ｍｏ 拇指 ｓｂａｒ⁃ｍｏ 手足掌（亦指动物利爪）

ｓｅｎ⁃ｍｏ 指甲 ｇｎｙｅｒ⁃ｍａ 皱纹

ｒｄｚｉ⁃ｍａ 睫毛 ｓｍｉｎ⁃ｍａ 眉毛

ｇｒｕ⁃ｍｏ 肘 ｐｕｓ⁃ｍｏ 膝盖

ｌｋｏｇ⁃ｍａ 喉部， 前颈 ｏｇ⁃ｍａ 喉部， 前颈， 下颏

ｎｕ⁃ｍａ 乳房 ｖｏ⁃ｍａ 乳汁

ｍｋｈａｌ⁃ｍａ 肾 ｇｌｏ⁃ｍａ 肺部后方肺大叶

ｒｇｙｕ⁃ｍａ 肠 ｇｎｙｅ⁃ｍａ 乙状结肠

ｒｔｓｉｂ⁃ｍａ 肋骨 ｓｈａ⁃ｍａ 胎盘

ｍｃｈｉ⁃ｍａ 眼泪 ｍｃｈｉｌ⁃ｍａ 口水

自然天象及相关名词带⁃Ｐ 类词缀的如：
（３４） ｚｌａ⁃ｂａ 月亮 ｓｐｒｉｎ⁃ｐａ 云

ｒｉ⁃ｂｏ 山， 大山 ｃｈｕ⁃ｂｏ 大水， 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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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ｐａ 雨 ｋｈａ⁃ｂａ 雪

ｓｅｒ⁃ｂａ 冰雹 ｚｉｌ⁃ｐａ 露水

ｄｕ⁃ｂａ 烟 ｓｍｕｇｓ⁃ｐａ 雾

ｔｈａｌ⁃ｂａ 灰尘 ｌｕｎｇ⁃ｐａ 山谷

自然天象及相关名词带⁃Ｍ 类词缀的如：
（３５） ｎｙｉ⁃ｍａ 太阳 ｓｋａｒ⁃ｍａ 星星

ｎｙｉｎ⁃ｍｏ 昼 ｍｔｓｈａｎ⁃ｍｏ 夜

ｂａ⁃ｍｏ 霜 ｂｊｅ⁃ｍａ 沙子

ｇｒｉｂ⁃ｍａ 影子 ｋｌｕｎｇ⁃ｍａ 河流， 江河

动物及相关名词带⁃Ｐ 类词缀的如：
（３６） ｌｊｅ⁃ｂａ 跳蚤 ｎｇａｎｇ⁃ｂａ 雁， 鹅

ｓｂａｌ⁃ｂａ 蛙 ｓｈｗａ⁃ｂａ 鹿

ｇｌａ⁃ｂａ 香獐 ｖｕｇ⁃ｐａ 猫头鹰

ｍｃｈｅ⁃ｂａ 獠牙 ｐａｇｓ⁃ｐａ 皮子

ｒｍｉｇ⁃ｐａ 蹄 ｇｓｈｏｇ⁃ｐａ 翅膀

ｌｊｉ⁃ｂａ 牛粪 ｋｏ⁃ｂａ 皮革

动物及相关名词带⁃Ｍ 类词缀的如：
（３７） ｓｈｉ⁃ｍａ 虱子 ｓｒｏ⁃ｍａ 虮子， 虱卵

ｇｒｏｇ⁃ｍａ 蚂蚁 ｓｂｒａｎｇ⁃ｍａ 蜜蜂

ｇｒｌ⁃ｍａ 蛔虫 ｔｒｅ⁃ｍａ 黄鼠狼， 三刺毒蜂

ｖｊｏｌ⁃ｍｏ 画眉鸟 ｎｙａ⁃ｍｏ 鱼

ｗａ⁃ｍｏ 狐狸 ｇｚｕｇｓ⁃ｍｏ 刺猬

ｋｈａｌ⁃ｍａ 牛类驮畜 ｓｄｅｒ⁃ｍｏ 爪

ｒｎｇａ⁃ｍａ 尾巴 ｒｎｇｏｇ⁃ｍａ 鬃毛， 鬣毛

植物及相关名词带⁃Ｐ 类词缀的如：
（３８） ｓｇｏｇ⁃ｐａ 大蒜 ｂｒａ⁃ｂｏ 荞麦

ｓｔａｇ⁃ｐａ 一种桦树 ｇｒｏ⁃ｂａ 桦树

ｓｈｕｇ⁃ｐａ 柏树 ｒｔｓａ⁃ｂａ 根

植物及相关名词带⁃Ｍ 类词缀的如：
（３９） ｓｍｙｕｇ⁃ｍａ 竹子 ｇｙｅｒ⁃ｍａ 花椒

ｌｃａｎｇ⁃ｍａ 杨柳 ｇｌａｎｇ⁃ｍａ 高山柳

ｓｅａｎ⁃ｍａ 豌豆， 豆类 ｇｒｏ⁃ｍａ 蕨麻

ｔｓｈｅｒ⁃ｍａ 刺儿 ｇｒａ⁃ｍａ 麦芒（亦指兽类箭毛）

ｌｏ⁃ｍａ 叶 ｖｄａｂ⁃ｍａ 叶（亦指鸟虫翅膀）

人造物品及相关名词带⁃Ｐ 类词缀的如：
（４０） ｋｈａｎｇ⁃ｐａ 房子 ｋａ⁃ｂａ 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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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ｍ⁃ｐａ 桥 ｇｚｈｏｎｇ⁃ｐａ 木槽， 木盆

ｔｈａ⁃ｐａ 绳子 ｓｋｕｄ⁃ｐａ 线

ｐｈｙｉｎｇ⁃ｐａ 毡， 毡衣 ｋｈｕ⁃ｂａ 汤

人造物品及相关名词带⁃Ｍ 类词缀的如：
（４１） ｚａ⁃ｍａ 食物 ｒｄｚａ⁃ｍａ 陶罐

ｄｏｒ⁃ｍａ 裤子 ｋｕｇ⁃ｍａ 口袋

ｔｈｕｒ⁃ｍａ 小棍 ｇｄｕｎｇ⁃ｍａ 栋梁， 木材

可见这些名词都有着十分清楚明白的“性别”词缀。 这种涵盖了大量核心

词汇且与生物性别无关的“性别”词缀， 只能是早期性范畴崩溃后名词构词上

的痕迹。
但是， 由于没有语法性范畴的一致性要求， 传统语法研究中， 这类拥有阴

阳“性别”词缀的词汇， 其构词形式属于无理据、 不可解释的“原生词”或“原始

词”（ ｖｄｏｄ ｒｇｙａｌ ｇｙｉ ｍｉｎｇ）， 与可解释有理据的“后成词”或“合成

词”（ ｒｊｅｓ ｇｒｕｂ ｋｙｉ ｍｉｎｇ）不同。 也就是说， 单纯从藏语和藏文看， 这

些词为什么带上阴阳性别的词缀是不可解释的， 因而也只能认为是无理据的

“原生词”。 但是， 如果从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 亦即， 如

果这些在藏语中没有任何理据的词缀， 在阿尔泰语中也有同样的表现， 这就很

难用巧合来解释， 只能认为是表现早期藏－阿尔泰语言性范畴的痕迹。
当然， 藏语尚有一部分名词并无性别词缀， 我们设想， 这些词的性范畴标

记已经消失， 或属于性范畴中的中性。 例如： 人体器官类的“口、 鼻、 眼、 牙、
舌、 头发、 心脏、 血、 肉、 脂肪”； 自然天象类的“天、 土、 石、 火、 湖、 海、
盐”； 动物相关类的“角、 毛、 蛋、 蛇、 狗、 鸟、 虫”； 植物相关类的如“花、
草、 种子”； 人造事物中的“门、 路”等核心词汇。

另外， 所有动词的词尾都为⁃ｐａ ／ ⁃ｂａ（⁃ｐａ ／ ⁃ｂａ 应为同一词缀根据词根韵尾清

浊不同出现的语素变体）， 如今从性范畴角度来看相当于阳性词缀。 如前所述，
也许可以设想， 早期根据与名词在性范畴上的一致性要求， 动词有阴阳两种词

缀， 但是后来由于语法上的性范畴早已崩溃， 动词只剩下基本的阳性词缀。
另外， 书面藏语的绝大多数形容词也是由阳性的⁃ｐｏ ／ ⁃ｂｏ 或阴性的⁃ｍｏ 词缀

结尾。 不过形容词阴阳词缀往往可以变换使用， 如“好” （ｙａｇ⁃ｐｏ）也作

（ｙａｇ⁃ｍｏ）， 哪种为原始表现尚待考证。 可以明确的是， 从构词形态上来说， 古

代藏语形容词与动词、 名词的最大不同， 在于形容词多以元音 ｏ 结尾。

３．２ 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中的性范畴痕迹

下面我们就一些典型词汇在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中的性范畴对应加以分析。
首先， 需要略微交代的是， 在语法形态范畴上有着很好对应关系的词， 在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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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全可以没有任何对应关系， 这就是我们主张的人类语言的语法形态与词汇

系统可以有不同源流的“异向结构”或“异源结构”观念（阿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胡

明扬 ２００６）的基本思想。 因此， 如果藏语与阿尔泰语之间， 一些核心词项的词

根虽然来源迥异， 而形态范畴却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 这正是两种语言整体呈

现异向关系之下， 语法形态有密切联系的“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题中之义。
其次， 我们在比较词项的选择方面， 做了两点限制： １）选择最为“核心”

的没有生物性别的词； ２）尽可能选择人类语言中语义关系密切、 性范畴上通常

能够两两对举的词项（如“日、 月”）。 这样， 相对更能排除偶合的可能。
因为在既有的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中， 早期蒙古语族语言曾被指出有过性

范畴痕迹， 如中世纪蒙古语的性范畴（小沢重男 Ｏｚａｗａ １９６１）。 因此， 下面我

们也以蒙古语族语言为例与藏语相比较来集中讨论。 小沢重男 Ｏｚａｗａ（１９６１）的
重要贡献是在蒙古语动词的词尾中发现了性范畴的差别（与之相一致的名词的

性别则主要是拥有自然生物性别差异的人类）。 而我们的讨论则主要是在名词

中， 蒙古语族语言与藏语都可能有着超出自然生物性别差异的语法性范畴。
为便于讨论， 先直接给出本部分讨论的基本结论， 亦即最终的一个基本假

设： 蒙古语族语言名词的性范畴标记在词尾词缀， 阳性为卷舌辅音， 记为⁃Ｒ
（如⁃ｒ⁃ ／ ⁃ｒ）； 阴性为鼻音词尾， 记为⁃Ｎ（如⁃ｎ⁃ ／ ⁃ｎ、 ⁃ŋ⁃ ／ ⁃ŋ）。 并且这两个词缀的

来源路径与藏语一样， 分别来自表示自然性别的实词“公 ／母” （书面蒙古语和

东乡语等中表现为 əｒə ／ əｍə）的语法化。 下面用三组核心词汇来加以讨论。
３．２．１ “太阳”与“月亮”

“太阳、 月亮”是人类语言中极为核心高频、 且在拥有性范畴语言中常常阴

阳对立的词项。 藏语的“太阳”是 （ｎｙａ⁃ｍａ）， 为阴性词缀， “月亮”是 （ｚｌａ⁃
ｂａ）， 为阳性词缀， 正好阴阳相对， 没有任何疑问。 这方面藏缅语中也有大量

例证， 如“太阳”： 扎坝 ȵʌ５５ｍｉ５５， 贵琼 ｍ�ı３１ ｔｓｈə５５， 史兴 ȵｅ５３ ｍｉ３３， 吕苏 ȵｉ３３

ｍｉ５３， 阿昌 ｎｉ３１ｍɔ３１， 仙岛 ｎ３１ｍɔ３１， 哈尼 ｎɔ５５ｍａ３３， 纳西 ȵｉ３３ｍｅ３３； “月亮”： 吕

苏 ɬœ３３ｐｈｅ５３， 喜德彝 ɬｏ２１ｂｏ２１， 傈僳 ｈɑ� ｂɑ３３， 拉祜 ｘɑ３３ｐɑ３３③。
现在来看蒙古语族语言④中这两个词项的表现：

太阳 月亮

标准蒙古语口语（正蓝旗蒙古语） ｎɑｒ ｓɑｒ
陈巴尔虎蒙古语 ｎɑｒ ｘɑ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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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缅语材料来自： 黄布凡， １９９２，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下同。
《元朝秘史》语料引自： 栗林均， ２００９， 『「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漢字音訳·傍訳漢語対照語

彚』。 仙台： 東北大學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其他蒙古语语料引自： 孙竹， １９９０， 《蒙古语族语言
词典》。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下同。



太阳 月亮

达斡尔语 ｎɑｒ ｓɑｒｕːｌ
蒙古语书面语 ｎɑｒɑ ｓɑｒɑ
土族语 ｎɑｒɑ ｓɑｒɑ
阿拉善蒙古语 ｎɑｒɑ ｓɑｒ
和静蒙古语 ｎɑｒｎ ｓɑｒ
布里亚特蒙古语 ｎɑｒɑｎŋ ｈɑｒ
保安语 ｎɑｒɑｎŋ ｓɑｒə
东部裕固语 ｎɑｒɑｎ ｓɑｒɑ
东乡语 ｎɑｒɑｎ ｓɑｒɑ
《元朝秘史》 ｎɑｒɑｎ ｓɑｒɑ

表 １　 蒙古语族诸语中的“太阳”与“月亮”

从蒙古语标准口语 ／书面语看， “太阳” ｎɑｒ ／ ｎɑｒɑ 与“月亮” ｓɑｒ ／ ｓɑｒɑ， 词尾

都是⁃ｒ（我们称之为阳性⁃Ｒ 类词缀）， 看不出什么区别； 包括陈巴尔虎、 阿拉善

蒙古语， 以及达斡尔语、 土族语， “太阳、 月亮”也都是⁃Ｒ 类阳性词缀。 但是

如果去看和静、 布里亚特蒙古语， 以及保安、 东部裕固和东乡等语言， 则可以

看到， “太阳”的词尾， 实际是⁃ｎ 或⁃ŋ（我们称之为阴性⁃Ｎ 类词缀）。 可以说东

乡等语言保存了更加古老的面貌， 而现代蒙古语早已经失去了阴性词缀。
更为重要的是， 从《元朝秘史》也可以看出， “太阳”记为“纳舌阑”， 月亮记

为“撒舌剌”。 汉字记录的读音“纳舌阑”是 ｎɑｒɑｎ， “撒舌剌”是 ｓɑｒɑ。 可见中世纪

蒙古语的“太阳”仍然保持着⁃Ｎ 类阴性词缀， “月亮”正是阳性的⁃Ｒ 类词缀， 与

藏语的“太阳”和“月亮”词缀的阴阳性正好完全一致。
３．２．２ “虱子”与“跳蚤”

再看另一核心词“虱子”和在藏语中常常对举的重要昆虫“跳蚤”。 书面藏

语“虱子”作 （ｓｈｉｇ）， 而在康方言木雅话中作 （ｓｈｉｇ⁃ｍａ）， 即为⁃Ｍ 阴性词

缀。 藏缅语中也有诸多证据， 如木雅 ｔｓｈə５５ ｍɑ５３， 史兴 ɕæ５５ ｍｉ５５， 吕苏 ʂ ｕ３３

ｍæ５３， 撒尼彝 ｘｉ３３ｍɒ３３。 而“跳蚤”在藏文中作 （ ｌｊｉ⁃ｂａ）， 属⁃Ｐ 阳性词缀， 其

他藏缅语如扎坝 ｓʌ３３ ｐｈ ｉ５５， 贵琼 ʒə３５ｗｕ３３， 达让僜 ｔｓｈɯ５３ｗɯｎ５５等。
那么在蒙古语族语言中， 这对昆虫又是怎样表达呢？ 请看表 ２（与标准蒙

古语口语类似的语言或方言不再列出）：

虱子 跳蚤

标准蒙古语口语 ｂɵːｓ ｎｏｘœːŋ ｂɵːｓ， ｎｏｘœː ｂɵːｓ
达斡尔语 ｂｕːｓ ｓｕɑｒ
土族语 ｂｏːｓə ｂｕｒｇə， ｎｏｘｕｉ ｂɵːｓə
都兰蒙古语 ｂøːｓｅｎ ｎｏｘɑːｎ ｂｅːｓｅｎ
和静蒙古语 ｂøːｓｎ ｂｙːｒｙｇ
布里亚特蒙古语 ｂɵːｈɵŋ ｂｕｌｕːｔɑ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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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 跳蚤

保安语 Ｂｏｓｏŋ ｂəｒｇｅ
东部裕固语 ｂｙːｓəｎ ｇəｄｚｏｕ
东乡语 Ｂｏｓｕｎ ｂｅｎɣｅ
《元朝秘史》 ｂö'ｅｓüｎ ———

表 ２　 蒙古语族诸语中的“虱子”与“跳蚤”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到， 蒙古语族诸语中“虱子”一词的来源一致， 且与

“太阳”类似， 标准蒙古语口语、 达斡尔语和土族语的词尾已经脱落， 而东乡

语、 东部裕固语、 保安语， 以及都兰、 和静和布里亚特等蒙古语， 乃至中世纪

蒙古语中仍然保持着⁃Ｎ 类词缀。 因此可以说， “虱子”一词与藏语一样属阴性。
“跳蚤”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标准蒙古语、 都兰蒙古语以及土族语实际是

“狗”（标准蒙古语 ｎｏｘœː⁃）与“虱子”（标准蒙古语 ｂɵːｓ）结合的复合词， 不用讨

论； 东部裕固语是完全单独的一类， 与大多数语言的来源不一致， 也可以排除

掉； 达斡尔语的 ｓｕɑｒ 尽管也是⁃Ｒ 类阳性词缀， 但是也与多数语言的来源不一。
余下的东乡语 ｂｅｎɣｅ、 保安语 ｂəｒｇｅ、 和静蒙古语 ｂｙːｒｙｇ 和土族语的 ｂｕｒｇə 明显

有着同源关系， 且大都有⁃ｒｇ⁃这样的词尾， 很有可能是⁃Ｒ 类阳性词缀。
因此， 我们也推断， “虱子”与“跳蚤”， 尤其是作为人类语言核心词的“虱

子”在蒙古语族语言和藏语中在阴阳性类别上有一致性。
３．２．３ “手”与“指甲”

再看看人体器官类名词。 藏语核心高频词“手”（ ， ｌａｇ⁃ｐａ）是阳性词缀；
手脚常常对举， 但是藏语中， 都是阳性； 与“手”较为接近的阴性词则有“指
甲”（ ， ｓｅｎ⁃ｍａ）， 是阴性词缀。 “手”： 羌 ｊə ｐɑ， 却域 ｌｅ５５ ｐａ５５， 扎坝 ｊａ３３

ｐａ５５， 吕苏 ｌｅ３３ｐｉ５３， 巍山彝 ｌı２１ ｐｈ ı３３， 傈僳 ｌɛ３１ ｐｈɛ３５， 基诺 ｌａ５５ ｐｕ４４， 噶卓 ｌａ５３

ｐｈａ５５； “指甲”： 克伦 ｋｈɔ３１ｍｅ３１。 来看这二者在蒙古语族中的表现：

手 指甲

标准蒙古语口语 ｇɑｒ ｘｕｍəｓ
达斡尔语 ｇɑｒｊ ｋｉｍｔʃｅːｌ
土族语 ɢɑｒ ｔʃｅːｌｕｓə
都兰蒙古语 ｇɑｒ ｘｕｍｓ
和静蒙古语 ɢɑｒ ｘｕｍｓｎ
布里亚特蒙古语 ｇɑｒ ｘｕｍｈɑŋ
保安语 χɑｒ ɢｏｍｓｏŋ
东部裕固语 ɢɑｒ χəｍəｓəｎ
东乡语 ｑɑ ɢɯｍｕｓｕｎ
《元朝秘史》 ｑｕｒ ｋｉｍｌ

表 ３　 蒙古语族诸语中的“手”与“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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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蒙古语族语言中， “手”绝大多数为⁃Ｒ 类阳性词缀， 与藏缅语完全

一致； “指甲”， 从和静、 布里亚特蒙古语， 到保安、 东乡、 东部裕固语， 都

是⁃Ｎ 类阴性词缀， 也与藏缅语一致。
３．２．４ 藏语与蒙古语名词阴阳词缀的来源

藏语名词词缀中， ⁃Ｐ ／ ⁃Ｍ 词缀的来源非常清楚， 就是表示生物性别雌雄的

ｐｈｏ‘公’和 ｍｏ‘母’； 而蒙古语的⁃Ｒ 类词缀和⁃Ｎ 类词缀， 也应该有着相同的来

源， 因为蒙古语中表示生物性别雌雄的词， 正是 əｒə ／ əｒ‘公’和 əｍə ／ əｍ‘母’，
其中 əｒə、 əｍə 是书面语， əｒ、 əｍ 是口语读音。 两种语言表公母的词、 书面语

词缀以及相应的性范畴假设如表 ４。

公 母

藏
语

表公母的实词 ｐｈｏ ｍｏ
书面语性别词缀 ⁃ｐａ ／ ⁃ｐｏ ／ ⁃ｂａ ／ ⁃ｂｏ ⁃ｍａ ／ ⁃ｍｏ

性范畴假设 ∗ ⁃Ｐ ∗ ⁃Ｍ
蒙
古
语

表公母的实词 əｒə ／ əｒ əｍə ／ əｍ
书面语性别词缀 ⁃ｒ ⁃ｎ ／ ⁃ŋ

性范畴假设 ∗ ⁃Ｒ ∗ ⁃Ｎ

表 ４　 藏语和蒙古语阴阳词缀与表公母的词

综上， 我们相信， 藏缅语与蒙古诸语在性范畴上的这种对应， 很难看成是

一种巧合， 我们初步认为， 这是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重要表现并总结为：
（４２）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体词拥有对应的性范畴（藏缅语的阴性∗ ⁃Ｍ 和阳性∗ ⁃Ｐ，

分别对应阿尔泰语的阴性∗ ⁃Ｎ 和阳性∗ ⁃Ｒ）。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讨论的性范畴对应的核心， 主要在于阴对阴、 阳对阳

的范畴对应， 而非语音上的全面对应。 藏缅语和阿尔泰语性范畴标记， 来源于

各自表生物性别实词的语法化。 而在藏缅语与阿尔泰语的“异向关系”中， 词

汇并不要求有共同的历史来源， 亦即词汇之间并不要求有语音对应关系。 由于

表生物之外事物词汇的阴阳性别， 并无生物性别的理据， 有任意性。 因而， 当

在不同的语言之中出现系统性范畴对应时， 难以看作是巧合。
当然， 现代藏缅语和阿尔泰语都已经没有语法一致性意义上的性范畴。 藏

语中名词上大量的性别词缀， 也仅仅是一种痕迹， 没有体词与谓词性范畴上的

一致性表现。 中世纪蒙古语动词的性范畴只与自然性别名词主语相一致， 而其

他非生物名词则完全没有与谓词性别上的一致性。 可见， 蒙古语整体上的性范

畴也早已崩溃。 从现有材料中寻找藏语与阿尔泰语体词性范畴的痕迹， 未必能

够找到太多整齐一致的对应。 但是那些特别高频、 核心、 古老而且成对的词

项， 相对稳定和难以偶合， 从这些材料中看到的对应也就有着特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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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之二： 动词的时与体

４．１ 动词完成体标记的∗Ｐ
古代藏语动词有着较为严整的屈折形态变化， 来表示体（或时， 本节称之

为“体”）、 式、 自主非自主、 自动使动等语法范畴。 其中， 完成体标记， 主要

表现为围绕词根的前置辅音 ｂ⁃和后置辅音⁃ｓ ／ ⁃ｄ； 将行体也有前置辅音 ｂ⁃。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 ｂ⁃可以认为是“非现行体标记”。 不过， 穷尽考察动词的形态

变化， 如果一套变化中， 只有一个前置 ｂ⁃， 则一定属于完成体。 例如：
（４３） 现行体 （ｇｔｏｄ⁃ｐａ）， 将行体 （ｇｔａｄ⁃ｐａ）， 完成体 （ｂｔｏｄ⁃ｐａ）， 命令式

（ｇｔｏｄ）。 意义： 付托， 交付； 依靠， 压； 指向， 转向； 建立， 设立， 创立。

（４４） 现行体 （ｇｓｏｄ⁃ｐａ）， 将行体 （ ｇｓａｄ⁃ｐａ）， 完成体 （ｂｓａｄ），命令式 （ ｓｏｄ）。

意义： 杀戮； 杀害。

（４５） 现行体 （ ｌｔｏｓ⁃ｐａ）， 将行体 （ ｌｔｏｓ⁃ｐａ）， 完成体 （ｂｌｏｄｓ）。 意义： 有待于； 依

赖于； 注意； 看。

Ｃｏｂｌｉｎ（１９７６：６０）的书面藏语八类动词形态表， 也反映了该现象。 由此可

以推拟， 藏语动词前置辅音 ｂ⁃， 主要是“完成体”标记。
缅甸语的完成体标记也与唇音有关， 书面语为 ｂｊｉ， 口语为 ｂｊｉ ／ ｂｉ（汪大年

２０１１：１６９）。 因此可以说， 藏缅语的动词完成体与唇音有关。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１９７２：
１１２）将原始藏缅语的完成体构拟为∗ｂ⁃。

（４６） 古代藏语： ｂ⁃

（４７） 古代缅语： ｂｊｉ⁃

（４８） 原始藏缅语： ∗ｂ⁃

再来看阿尔泰语。 同样可以看到， 表示完成体的一种主要标记也有⁃ｐ、
⁃ｂ、 ⁃ｆ 这类唇辅音。

（４９） 表示以前行动的副动词后缀， 突厥语： ⁃ｐ（ ⁃ｂ）

表示过去时态的副动词后缀， 蒙古语： ⁃ｆｉ； ⁃ｐｉ （罕见）

表示叙述式完成式的后缀， 蒙古语： ⁃ｂａ （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１９５３］：５１）

因此， 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２００４［１９５３］）将上述后缀总结为阿尔泰语“同根

后缀”⁃ｐ、 ⁃ｂ。 力提甫·托乎提（２００４：４１９）也将“共同阿尔泰语的完成体副动词

词缀”构拟为∗⁃ｐＶ。 下面以古代突厥语为例略加具体观察。
（５０） 以元音结尾的动词词干构成这种形式为⁃ｐ， 以辅音结尾的多为⁃ïｐ、 ⁃ｉｐ， 在最后音

节尾圆唇音后为⁃ｕｐ、 ⁃üｐ； 在 ｎ 方言中为⁃ａｐ、 äｐ 的形式。 ……即是说动作发生在

紧跟在后面的动词之前。 （冯·加班 ｖｏｎ Ｇａｂａｉｎ ２００３［１９７４］：１０９）

陈宗振（２０１６：３９８）指出， 突厥文、 回鹘文文献语言有表完成的副动词， 如：
（５１） 动词词干 ＋ ⁃°ｐ ｂａｒ⁃ïｐ 去了 äｓｉｔ⁃ｉｐ 听了

动词词干 ＋ ⁃°ｐａｎ ／ °ｐäｎ ａɣï⁃ｐａｎ 登上 ｓöｋ⁃üｐäｎ 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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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振（２０１６：３９８）还指出， “……带⁃ｐ 的是在主要动词之前的动作， 可以

称为‘过去时完成体副动词’”。 据陈宗振（２０１６：３９９）， 察合台文文献表完成的

主要副动词如：
（５２） 动词词干 ＋ ⁃°ｐ ｂａšｌａ⁃ｐ 带领、 开始 ｙüｒ⁃üｐ 走了

动词词干 ＋ ⁃°ｐａｎ ／ °ｐäｎ ｂａｑ⁃ｉｐａｎ 看了 ｋöｒ⁃üｐäｎ 相见了

综上， 我们把它总结为：
（５３）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拥有共同的完成体标记∗Ｐ。

４．２ 动词过去时（或完成体）标记的∗⁃Ｔ
上一节已讨论到， 古代藏语的完成体除了有⁃ｂ 前缀， 还有后置辅音⁃ｓ ／ ⁃ｄ。

古今藏语无法区分时与体（有学者视为时， 有学者视为体）。 但缅甸语似乎可

以区分时与体， 且过去时在古代缅语（书面缅语）中为⁃ｔθｉ， 口语中为⁃ｄɛ（汪大

年 ２０１１：１６９）， 应该与古代藏语对应。 一般认为古代藏语的过去时 ／完成体标

记⁃ｄ 是⁃ｓ 的变体， 不过从古代缅语的⁃ｔ、 ⁃ｄ 看， 藏语的⁃ｄ 也应该很重要， 据此

原始藏缅语的过去时可以考虑为∗⁃Ｓ ／ ⁃Ｔ。 需要说明的是， 古代藏语和古代缅语

的⁃ｄ ／ ⁃ｔ 类标记也可以出在现在时中， 不过这里只讨论“过去时”（或完成体）。
（５４） 古代缅语过去时： ⁃ｔθｉ （口语⁃ｄɛ）

（５５） 古代藏语过去时： ⁃ｓ ／ ⁃ｄ

（５６） 原始藏缅语过去时： ∗ ⁃Ｓ ／ ⁃Ｔ

同样， 阿尔泰诸语也普遍有⁃ｄ、 ⁃ｔ 类表过去发生动作的词缀， 力提甫·托

乎提（２００４：４２０）构拟为“共同阿尔泰语动名词词缀”∗⁃ｄＶ， ∗⁃ｔＶ。 下面仍以古

突厥语动词过去式的材料加以观察。
（５７） 词干： ⁃ｔ 或⁃ｄ（ § ３６； 带⁃０ ｔ 的动名词； 参见 § １３１）， 人称通过领属词尾表示之：

⁃ｔ＋０ｍ； ⁃ｔ＋０ŋ， （在碑铭中也有： ） ⁃ｔ（ ０）ɣ； ⁃ｔ＋ï； ⁃ｔ＋０ｍ０ｚ； ⁃ｔ＋ŋ０ｚ， （在碑铭中也

有： ） ⁃ｔ（ ０）ɣ（ ０）ｚ； ⁃ｔ＋ï 及⁃ｔ＋ïｌａｒ。 ……以元音结尾的词干多用 ｄ。 （冯·加班 ｖｏｎ

Ｇａｂａｉｎ ２００３［１９７４］：１０３－１０４）

可见， 在古代突厥语中， 动词表示过去时有两种方式， 主要的一种方式

（过去时 Ｉ）是⁃ｔ 或⁃ｄ， 这里称为⁃Ｔ 类标记。 在陈宗振（２０１６）中， 还可以细致看

到古今突厥语言中过去时（Ａ 组）有⁃Ｔ 类标记。 如突厥文、 回鹘文和喀喇汗王

朝突厥文文献中的 Ａ 组过去时为：
（５８） 动词词干 ＋ ⁃ｄï ／ ⁃ｄｉ ／ ⁃ｄｕ ／ ⁃ｄü ／ ⁃ｔï ／ ⁃ｔｉ ／ ⁃ｔｕ ／ ⁃ｔü 然后后接人称附加成分（陈宗振 ２０１６：

４２０－４２６）

察合台文文献与现代维吾尔语中的 Ａ 组过去时为：
（５９） 动词词干 ＋ ⁃ｄｉ ／ ⁃ｔｉ ／ ⁃ｄｕ ／ ⁃ｔｕ ／ ⁃ｄü ／ ⁃ｔü 并接人称附加成分（陈宗振 ２０１６：４２０－４２６）

因此， 我们也想初步提出如下一条对应条例：
（６０）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拥有共同的过去时（或完成体）标记∗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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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时体范畴在阿尔泰语和藏缅语中， 是不是相互独立的范畴， 仍然有待

论证。 不过， 即使不把时体范畴独立出来， 而是综合地看作是一种语法范畴的

话， 将（５３）与（６０）结合起来， 亦即将∗Ｐ 类标记和∗⁃Ｔ 类标记结合起来， 共同

表示过去 ／完成功能， 则是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历史上共通的现象。
５．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新证据之三： 动词的式———命令式、 祈愿式

在古代藏语动词形态中， 命令与祈愿（可合称祈使式）的表达有屈折和加

词缀形式两种， 语音形式则主要有三类： １）动词内部屈折， 元音变 ｏ； ２）后

缀⁃ｃｉｇ ／ ｚｈｉｇ ／ ｓｈｉｇ； ３）后缀⁃ｄａｎｇ。 古代藏语动词命令式还有一个特点： 命令式可

以是纯词干（词根屈折）， 对第二人称的命令可以直接用光杆词干结句。
缅甸语动词表祈使有多种后置成分， 如 ｐａ、 ｂａ、 ｌａ、 ｊａ、 ｋｈɛ、 ｔɕｈｉ、 ｌɔ、 ｓｏ

等（汪大年 ２０１１：１７８）。 藏语和缅甸语的这些祈使标记， 可以根据元音的不同，
简单地归为三类： １）ａ 类； ２） ｉ 类（缅语 ｉ ／ ɛ）； ３） ｏ 类（缅语 ｏ ／ ɔ）。 关于 ｏ 类，
Ｓｈａｆｅｒ（１９５１）曾论证原始藏语和其他一些藏缅语的命令式是 ｏ， 学界多所认同，
不妨将原始藏缅语命令式归为∗ｏ。 关于 ｉ 类， 藏、 缅都有 ｋ ／ ｇ ／ ｔɕ（藏文 ｃ 音值

ｔɕ）辅音（暂以 Ｋ 表示）。 关于 ａ 类， 藏语的⁃ｄａｎｇ 也许是后起语法化产物， 不过

后起形式若有历史语音“沿流”制约（见后文讨论）， 相关语音特征也可纳入讨

论； 缅语命令式中 ａ 类很常用（现代藏语各方言也有个很常用的⁃ｙａ 表命令）； ａ
类藏、 缅还有各类舌尖辅音（暂以 Ｔ 表示）。 综上， 可以初步总结如下。

（６１） 原始藏缅语动词命令式标记： ∗ｏ

原始藏缅语动词祈愿式标记： ∗（Ｔ） ⁃ａ， ∗（Ｋ） ⁃ｉ

据前人研究， 阿尔泰系语言动词表命令和愿望的共同形式大致也有三类：
（６２） ⁃ａ， ⁃ｉ（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１９５１］：４９）

（６３） ⁃ｑａ， ⁃ɣａｉ（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１９５１］：４９）
（６４） ⁃ｓｕ（满语还有⁃ｓｏ） （力提甫·托乎提 ２００４：４２３ － ４２４； 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３］：２３１－２３２）

令人惊异的是， 与藏缅语类似， 从元音的角度划分， 上述阿尔泰语言的共

同形式， 正好也可归为三类： １）ａ 类； ２）ｉ 类； ３）ｕ ／ ｏ 类。 而且， 阿尔泰诸语第

二人称命令式的主要形式也是动词 “纯粹的词干” （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３］：２２７－２３０）， 这些都很难说是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 圆唇类的 ｕ ／ ｏ， 前

人构拟为∗ｓｕ（力提甫·托乎提 ２００４：４２３）。 这样， 满语的 ｓｏ 可能来自 ｓｕ。 然

而联系到藏缅语命令式的 ｏ 看来， 满语命令式的 ｏ 也许同样重要（与阿尔泰语

有着密切联系的韩、 日语言， 祈使式也有 ｏ 的表现）。 而从藏缅语和满语的情

况看， 圆唇类的 ｕ ／ ｏ 更多地与命令式相关。 综上， 我们初步总结如下：
（６５）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动词命令式标记： ∗ｏ ／ ｕ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动词祈愿式标记： ∗ ⁃ａ，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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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辅音 Ｋ、 Ｔ 在阿尔泰三大语族中都很重要（科特维奇 Ｋｏｔｗｉｃｚ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３］：２２６， ２３２）。 需要说明的是， 如前所述， 藏语的⁃ｄａｎｇ 可能是后起语法

化产物， 古藏文中很少使用。 不过语法化可以有一种历史语音“沿流”制约， 即

走上某个语法功能路径上的实词， 尚有语音上的要求。 换句话说， 有些语法功

能顽固地与某种语音特点相联系。 比如广泛分布在藏缅语、 阿尔泰语及中国西

北的汉语方言和混合语言之中表属格的∗⁃ｉ、 表与位格的∗⁃ａ 等， 远古以来直

到如今如此顽强地继承和传播， 令人匪夷所思。 以中国西北一带语言的与位格

“哈”（⁃ａ）来说（阿错 ２０１０）， 历史长河之中， 每一种语言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甚至有的语言在消亡（如契丹、 西夏）， 有的在不断新生（如五屯话、 唐汪话、
倒话等混合语）， 与位格元音保持⁃ａ 的这个传统却亘古不变， 恒久地保持了下

来。 语法标志这种很“虚”的东西， 其核心语音如此难以改变， 真是不可思议。
在一些后起的语言中， 即使不断有新的标志通过“语法化”填充到与位格

的位置上， 也严守这种要求。 如与藏缅或阿尔泰语有接触背景的西北汉语方言

和混合语中， 常有来自汉语的“上、 下”等语素被发展到与位格位置上； 而“与
位格保持⁃ａ”这个要求如此坚决， 以至于选择“上”（如倒话、 元代汉语）， 或选

择“下”（五屯话、 唐汪话、 河州话、 青海汉语等）来“语法化”本身， 实际也就

是“保持⁃ａ”的逻辑过程： “上”读ʂ ɐ， 或读 ｈɑŋ（元代汉语“行”）， “下”读为 ｈａ
或 χａ； 始终围绕着 ａ 元音， 表现为 ａ 的不同变体。

关于祈使标记， 藏语还有一个由动词“来”（ｓｈｏｇ）语法化来的助动词， 与缅

语 ｏ 类中表“号召”（汪大年 ２０１１：１７８）的功能类似； 藏语还有个表祈使后缀从

动词“帮助”（⁃ｒｏｇｓ）语法化而来。 尽管这些标记是后起语法化的结果， 但都有 ｏ
元音。 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很难说不是祈使式要求为∗ｏ 的强大力量所致。 这

样的强大力量， 也正是萨丕尔所谓“语言……把它灭绝了倒比瓦解它本身的形

式还要容易些”（萨丕尔 １９８５［１９２１］：１８５）的一种顽固的形式， 即“沿流”。
６． 结语与余论

综上， 本文讨论了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 １３ 个基本特点： １）领属格， ２）与
位格， ３）从格， ４）主格， ５）复数标记， ６）情态范畴， ７）表判断与陈述语气标

记， ８）动词原形的构词形态， ９）体词后高韵律， １０）名词的性范畴， １１）动词

完成体， １２）动词过去时， １３）动词命令式与祈愿式， 并给出了相应形态标记共

同历史来源的构拟形式。 这些语法标记涵盖了从体词的性、 数、 格到动词的

时、 体、 式、 情态和构词形态等诸多方面。 可见藏缅语与阿尔泰语之间在语法

系统上， 有着大量形态学上相当严格的历史语音对应， 表现出深厚的历史关系。
形态上这样的语音对应关系， 尚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索发掘的地方， 如使

役类标记（可初记为∗⁃Ｕ ／ Ｋ）， 名物化标记的鼻辅音（初记为∗⁃Ｎ）， 疑问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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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舌根辅音（初记为∗⁃Ｋ）， 否定标记与双唇鼻辅音（初记为∗⁃Ｍ）， 指示标记

（初记为∗ ｉ（ｎ）近指， ∗ ｔｅ 中指， 也许还有∗ｏ 远指）， 乃至动词的未完成体（或
非过去时）等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探究空间。 藏－阿尔泰系语法流的研究， 仍大

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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